不可移动文物预防性保护的研究与实践（上）
预防性保护是根植于欧洲现代遗产保护理论和实践土壤而逐渐发展形成的专业术语，为英文“preventive conservation”的直译。提及预防性保护，若无特别说明，一般指的是博物馆藏品/艺术品保护领域。1930年在罗马召开的第一届艺术品保护科学方法研究国际会议上最早明确了博物馆藏品预防性保护的大致工作框架1[1]，但当时还没有使用“preventive conservation”这一术语。基于笔者目前掌握的有限文献，博物馆领域于1970年代开始使用“preventive conservation”这一术语2[2]，考古遗址领域则于1990年代开始使用3[3]，而建筑遗产领域则是21世纪初才开始使用。现今国际上在博物馆和艺术品领域已经构建了一套关于预防性保护的知识体系和规范性参考框架。而在考古遗址、建筑遗产和历史景观等不可移动文物保护领域，预防性保护则是相对比较新的概念。
类似于当今不可移动文物预防性保护的有些相关做法则古来有之，结合西方遗产保护历史，也可以发现历史上在不可移动文物领域与“preventive conservation”相关的学术术语有很多，如：19世纪中叶约翰·拉斯金（John Ruskin,1819-1900）提倡的保养（Care)[4]、1950年代-1960年代切萨雷·布兰迪（Cesare Brandi,1906-1988）提出的预防性修复（Preventive Restoration)[5]、1970年代乔凡尼·乌尔巴尼（Giovanni Urbani,1925-1994）的计划性保护（Programmed Conservation)[6]、1980年代伯纳德·费尔登（Bernard M.Feilden,1919-2008）的预防性维护(Preventive Maintenance)[7]和1990年代末斯特法诺·戴拉·托雷（Stefano Della Torre,1955-）的计划性保护（Planned Conservation)[8]等。这些不同历史阶段出现的不同表达，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当时遗产保护界的关注热点和学者所提新概念的缘由，也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不可移动文物预防性保护的历史发展过程。2006年建筑遗产的预防性保护作为专题研究获得欧盟第六科研框架计划（FP6）资助4,2009年“文物古迹遗址预防性保护、监测和日常维护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席”（UNESCO Chair on Preventive Conservation,Monitoring and Maintenance of Monuments and Sites,PRECOM3OS）成立，这可视为是国际上不可移动文物预防性保护的一个里程碑事件，自此与此相关的国际-国家-地方-省市各个层面的研究课题、会议和相关实践项目都得以展开，其研究成果也不断呈现，逐渐形成了当今不可移动文物预防性保护的体系，其概念和框架还在不断演变和完善。
2011年由东南大学和比利时鲁汶大学联合举办的“建筑遗产的预防性保护国际研讨会”在南京召开，国家文物局、各省（区、直辖市）文物局、故宫博物院以及国内外高校和科研机构均有代表参加，借此机会预防性保护这个概念在国内建筑遗产保护的管理层和学术界内得到一定程度的传播，但到目前为止国内学者对于此方面的学术研究还是非常有限，与此相关的实践也是处于摸索阶段。近几年，国家政策层面开始逐渐重视文化遗产预防性保护问题，如《国家文物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要求“实现由抢救性保护向抢救性与预防性保护并重转变，保障文物安全”，在2018年底修订的《国家文物保护专项资金管理办法》中则明确设立了“预防性保护”专项，这些为国内开展预防性保护研究与实践提供了助力。但是总体而言，对于预防性保护，国内目前还是处于概念推广阶段。基于此，本文旨在从一个研究者的角度结合国际研究最新成果以及国内遗产保护研究、实践和管理现状，谈一下关于开展不可移动文物预防性保护研究工作的几点浅显想法，只期抛砖引玉，能够促进更多深入讨论、研究和实践。
基础研究
预防性保护的概念和范畴研究
目前国际上关于博物馆和艺术品领域的预防性保护已形成基本被一致认可的定义，而在不可移动文物领域关于预防性保护的定义还没有统一，一来是因为不可移动文物面临的自然/人为环境更为复杂难控，面临的社会需求和使用方式更为复杂多样，二来是因为不可移动文物类型众多，如考古遗址、地下墓葬、建筑遗产（古建筑、近现代建筑遗产、现代主义建筑遗产）、历史（城市/乡村）文化景观、文化线路等，难以用统一定义去界定。现今国际上就考古遗址、建筑遗产和历史景观的预防性保护的概念定义已经形成一些共识5[9,10,11,12]，但尚未有清晰明确的统一定义，学者们在讨论此类问题时也往往偏向于结合本国历史、文化、经济、法律和政治环境等具体因素，就内容范畴和工作框架进行说明。
要给不可移动文物预防性保护一个明确清晰的定义，无论是在国际上还是在国内都还需要更多研究和实践的积累，然而相关方面的研究工作还是需要不断继续开展，特别是在知识碎片化、遗产保护专业化尚处起步阶段的国内，这方面的工作尤其显得迫切。在对此类定性问题进行研究时，以下几点值得注意：一是需要结合遗产保护整体框架进行界定，明确预防性保护只是保护框架下众多行动组合中的一个，只有这样才能正确而全面理解预防性保护在不可移动文物保护大框架的角色定位，也才能更清晰准确地认知预防性保护概念之本质；二是明确预防性保护这一概念用于博物馆/艺术品领域和考古遗址、建筑遗产、历史文化景观等不可移动文物对象时面对的是不同问题，不可照搬照用，否则会带来很多困惑，也会使问题变得更为棘手；三是不能照搬西方已有定义，尤其是不可移动文物领域，因为国内不可移动文物的类型组成、结构材料构成和核心价值等方面，以及保护管理体制均与欧洲国家有着本质上的区别，这也是为什么需要对此类基础问题进行深入研究的一个最重要原因。
基于这些因素，国内开展不可移动文物预防性保护的概念范畴研究时，首先需要明确预防性保护在不可移动文物保护大框架下的定位，目前国际上比较一致认可的是保护可分为预防性保护、补救性保护(remedial conservation）和修复（restoration）这三组保护行动6[13][14]，虽然西方各国在具体界定补救性保护和修复时往往有区别，但此三组行动的分类还是能够帮助我们认识和理解预防性保护的角色定位，因此需要结合国内文物保护行动的既有常规分类纳入和定位不可移动文物的预防性保护行动；其次需要分别就不同类型的不可移动文物的预防性保护的内容范畴和工作框架进行分别研究，如对考古遗址、地下墓葬、石窟寺和摩崖石刻、古建筑、近现代建筑遗产、现代主义建筑遗产、历史文化景观等进行分门别类的研究，并结合不同地区的实际需求情况对工作重点进行界定，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综合各类不可移动文物预防性保护的研究和实践积累，剥茧抽丝地总结归纳出定义并纳入相关法律法规文件；最后还要注意遗产保护定义本身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对遗产和保护的定义也会发生变化，预防性保护必然会跟着发生变化，但是不管怎样，预防性保护相对于其他保护行动，其基于长期愿景的前瞻性始终是其最大特性，因此尤其要以开放的发展观和与时俱进的态度去展开此类定性问题的基础研究工作。
结构和材料的损毁机理研究
我国绝大部分的不可移动文物，其结构和材料构成均有着极其鲜明的地域色彩，对不同结构体系、原始材料和传统工艺等方面的研究是中国建筑史学研究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当今中国建筑遗产保护研究和实践的工作基础。要实现不同种类不可移动文物的预防性保护，其中一项非常基础的工作就是通过科学技术分析方法，深入了解其结构和材料自然老化以及面对不同环境因素的损毁变化过程，只有掌握了其损毁规律才能有的放矢地做出前瞻性的保护行动安排。具体而言，这方面的基础研究工作可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不同构造类型的结构和材料自然老化规律研究：对木结构、砖木结构、砖石结构、土木结构、夯土结构等不同类型的构造体整体及其不同组成构件和材料的自然老化过程进行研究，分析其使用寿命期限以及对不同“生命”阶段的常见结构性和非结构性病害类型及其对应的损毁机理等方面。
(2）不同构造类型的结构和材料面对不同环境因素的响应机制和损毁过程研究：对木结构、砖木结构、砖石结构、土木结构、夯土结构等不同类型的构造体整体及不同组成构件的地震响应参数及其引发的破坏机制进行研究，如对垂直构件、水平构件、承重构件、连接构件等方面的地震响应参数的量化；对不同构成材料面对风沙、空气污染物等环境危害因素时的非结构性损毁过程及其随之而来的因材料力学发生变化导致的结构性损毁等方面的研究；对不同构造体的地基基础面对地面沉降、地下水系变化等环境危害因素时的损毁变化过程及其所引发的地面以上构造体的损毁问题等研究。
(3）除了对不同构造类型的原始结构和材料进行研究之外，还需要对在后期改造、加固和保护工程中所添加、修补或替换的新构件和新材料的自身老化、与原始材料和结构的相交或相斥性及其面对不同环境危害因素的损毁过程进行跟踪监测。
该部分的工作需要综合结构学、材料学、化学、物理学、生物学等多学科的基础研究成果和基本分析方法进行开展，可以从不同的具体个案着手，通过综合现场专项监测、实验室模型的模拟测试、力学计算等多种方式展开，其最终目标是实现科学量化分析、确定各项风险指数（如地震脆弱性指数等）、各种病害生长风险的计算预策（如霉菌生长风险的计算预测等）以及实现降低其风险指数的保护设计方法和确定病害处理的手段、目标和控制等。
风险评估
风险评估在经济学、环境保护学等学科均有比较成熟的应用，现今在博物馆/艺术品领域也已建立了一套比较完整的风险分析和评估方法体系7[15][16]，针对世界遗产的风险管理体系也已经逐渐建立，在考古遗址、建筑遗产和历史文化景观领域，均都将风险评估作为开展预防性保护的前提性工作之一，但尚未建立起如博物馆领域能够较为普及使用的评估体系方法，大多数都是在不同的具体项目中结合结构/材料损毁风险分析、环境风险评估以及借用博物馆领域风险评估的部分方法综合展开。如何建立针对不同类型不可移动文物风险评估体系，以及如何与现有评估系统和方法相衔接都是值得研究的基础性问题。通常而言，风险评估是指在风险识别的基础上，综合所有相关信息对风险发生频率、可能性后果及其影响程度进行分析，主要包括风险识别和风险影响分析两个方面[17]。基于此定义，再结合遗产保护领域的特殊需求，要开展不可移动文物风险评估方法的研究工作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不可移动文物面临的风险因素识别、分类和图示研究：可分为自然灾害风险、人为破坏风险和文物本体损毁风险这三大类，其中自然灾害风险因素主要和文物所处地理位置相关，文物本体损毁风险则与所处地理位置和本体结构材料构成相关，人为破坏风险则与日常管理制度相关，关于不同种类的自然风险因素可以通过GIS等工具加以图示，文物本体损毁风险因素则可以在精密测绘图纸上进行呈现。
(2）不同风险因素的发生频率、可能性后果及其影响程度的研究：对于自然灾害风险因素的发生频率、可能性后果及其影响程度根据灾害史料研究可以得出一些定性结论，但若要完全进行量化分析，还需要基于对文物结构和材料的性能以及面对不同灾害因素的易损性等方面进行实验分析和深入研究才能实现，这些都涉及到与结构和材料损毁机理研究的相结合，最终理想化的是能够量化不同结构和材料在应对不同自然灾害时的脆弱性风险指数及其分级，如砖构承重墙体的地震风险指数分级等。
(3）风险评估的图示方法研究：基于地理空间系统、建筑信息建模工具和数据处理模型等将从大范围地理空间到文物单体的风险评估工作利用不同层次的图纸进行呈现，如：基于GIS制定大范围地理空间的不可移动文物的自然灾害风险区划图以标出不同自然灾害分布、发生频率和影响范围等，基于三维建模和建筑信息模型（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ling,BIM）等工具对文物单体面临的环境风险因素（如水气、植被等）的分布和范围进行图示等，也可以结合VR等人工智能技术进行更为生动的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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